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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制度与规范本土化∗

———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安全合作中的扩散

吴　 琳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作为联合国倡导的一种国际安全规范，预防性外交在

两个东盟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实现了本土化，但规范内化的结果却呈现明显差异。 规范

本土化之后，为何同样的规范在不同的制度进程中内化效果不同？ 通过反思“规范制

度化推动规范内化”的传统论断，借鉴本土化理论和过程建构主义，可以揭示出不同

制度进程影响内化效果的原因和机制。 外部规范与本土规范之间持续的论争是规范

内化的干预变量，本土化之后的内化效果取决于规范争论对内化干预的程度。 规范制

度化强调刚性规范确立，但容易激化与本土规范的冲突，内化被制约并归于失败；而相

对松散、适度含糊、非正式的规范过程则更有助于回避规范争论，推动软性制度实践，

最大限度地弱化争论带来的阻力，促进规范调整与制度革新在地方层面的进化式发

展。 研究印证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论断，推动了规范本土化机制的深入探讨，也提

示在运用预防性外交实现亚太地区和平时有必要保持适度的规范含糊、非正式性和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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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一种国际安全规范，①预防性外交由联合国倡导并向全球扩散，区域性组织

是其最为重要的规范接收者。② 预防性外交在两个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安全合

作机制中也实现了本土化，但规范内化的结果却呈现明显差异。 同是东盟主导的机

制，拥有相同的组织文化（“东盟方式”），在相似的地方规范体系（不干涉主义作为首

要原则③）下都接受了预防性外交，并且成员国无论大小均有意愿继续推进其规范内

化，但为何规范本土化之后会在不同的制度进程中出现差异性的内化结果？ 规范又是

如何被内化的？ 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经验验证。

关于规范内化，本土化理论从国际规范—地方目标规范“匹配形成”的角度提出

规范扩散的双向建构，解释了构成性本土化的产生机制。 但由于缺乏对本土化之后内

化过程和结果的关注，本土化理论难以解释本土化之后为何同样的规范在不同的制度

进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内化结果。 传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内化机制的研究基于一个

基本论断———规范是“连续的实体”，即一个规范的制定或多或少应该是精确的（ｐｒｅ⁃

ｃｉｓｅ）。④ 并且，趋于规定明晰、边界明确、接受广泛、自主性强的规范制度化更容易导

致内化。 但显然，在东盟地区论坛引入预防性外交后的规范制度化做法并没有导致规

范内化和机制发展，至少从经验上对上述论断提出了挑战。

为回应这一挑战，推动本土化理论的深入探讨，笔者拟聚焦本土化之后的内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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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规范”概念遵循公认的定义，即规范是“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 参

见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彼得·卡赞斯坦主编，
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６ 页。

自预防性外交概念提出以来，联合国已经出台了多份重要文件阐述其内涵和运用。 美国和平研究所等

全球知名智库在推广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和实践上也发挥了主要的规范倡议作用。 区域组织是预防性外交全球扩

散的主要平台，与联合国的机制性联系为区域组织发展预防性外交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参见 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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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借鉴本土化理论和过程建构主义，揭示制度性的规范内化归于失败的原因以及本

土化之后不同制度进程影响规范内化效果的作用机制。 本文提出，外部规范与本土规

范之间持续的论争是规范内化的干预变量，规范本土化之后的内化效果取决于规范争

论对内化干预的程度。 规范制度化强调确立明晰、自主、接受度广的刚性规范的重要

性和优先性，但由于容易激化与地方既有规范的冲突，内化受到规范冲突的制约程度

高，内化归于失败；而相对松散、适度含糊、非正式的规范过程则更有助于回避规范争

论，推动软性制度实践，最大限度地弱化争论带来的阻力，促进规范调整与制度革新在

地方层面的进化式发展。 本文以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的规范本土化发

展为案例对该假定进行了验证。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第一，提出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影响内化效果的因素和机制，

在现有的本土化理论基础上推动讨论深入进行。 第二，反思规范制度化的影响和作

用，提出了“规范过程”的概念，使“松散规范过程有助于内化”的阐释有力地印证了过

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论断，增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解释力。 第三，为探索预防性外交对

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的可行路径提供启示———推进预防性外交在东盟主导的安全机制

下持续、有效的本土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规范含糊、非正式性和灵活性。

二　 规范制度化能否推动规范内化

规范本土化理论在传统的社会化理论基础上，勾勒了一幅国际规范被地方行为体

接受和重构的生动图景。 但由于缺乏对本土化产生之后内化过程和结果的关注，本土

化理论难以解释本土化之后为何同样的规范在不同的制度进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内化

结果。 本部分将重点探讨规范本土化理论的贡献和缺失，对制度主义和规范社会化理

论关于“规范制度化推动规范内化”的论断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规范本土化理论及其缺失

质疑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人仅将地方行为者作为被动的规范接受者，阿米塔夫·阿

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强调地方的主动建构作用，提出“规范本土化（ ｎ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概念和“构成性本土化（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理论框架。 他认为，规范本土

化是指“地方行为者通过话语、框定、嫁接和文化选择对外来观念进行的主动建构，并

最终发展导致外来观念与当地信仰和实践显著的一致性”。① 构成性本土化的产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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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规范接受者选择他们认为总体上好的和必要的、但不一定完全与现有的信仰和实

践（阿查亚称之为“认知先验”）一致的外部规范，重新界定新规范，使之与认知先验之

间建立匹配（ｍａｔｃｈｍａｋｉｎｇ），从而促进新规范纳入现有结构。①

阿查亚提出规范本土化理论的贡献在于：运用“构成性本土化”这一渐进进化的

框架，将地方行为体的历史建构带到观念扩散和规范变革的中心舞台，并由此提出世

界政治的观念基础形成于连续性的构成性本土化过程。 本土化理论建构了一个规范

匹配的形成机制，解释了本土化的产生。 然而，一种普遍性国际规范的形成一般需要

经过规范出现（ｎｏｒｍ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规范扩散（ｎｏｒｍ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和规范内化（ｎ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三个阶段。② 新规范在进入地方规范体系之后，还存在一个持续内化的过

程。 本土化的产生不是规范扩散的终点，本土化发展并被地方行为体和社会体系内化

才是规范扩散的最后阶段。 规范扩散最终被地方社会接受和内化为长期的行为规则

和信念，还取决于被本土化的新规范能否实现内化、实现何种程度的内化以及如何实

现内化等问题，而这恰恰是阿查亚的本土化理论没有回答的。 由于本土化理论对规范

引入之后的内化过程关注不多，也就没有考察同一种外部规范如何在若干相似条件下

的不同机制中产生了内化效果的差异，更没有对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

讨。 当然，这也表明本土化理论还具有很大研究空间，可供研究者继续挖掘和展开

讨论。

（二）规范制度化能否推动内化

规范本土化的产生并不必然导致内化，内化的效果在程度和形态上表现不同。 这

一点在玛莎·芬尼莫尔（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的研究中也有过论述：有些对全球规范的

采用只是原则上的“装点门面（ｃｏｓｍｅｔｉｃ）”，通过引入来源于霸权全球话语的合理化正

式结构，获取外部对本地传统做法的合法性认可。③ 这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本土化，

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内化。 还有一些本土化在产生之后，仅发展为一种“部分扩散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或是“不完全内化（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④ 那么到底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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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２４１；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２１．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ｐ．８９３－
９００．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Ｎｏｒｍ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２， １９９６， ｐｐ．３２５－３４７．

Ｆｅｌｉｘ Ａｎｄｅｒｌ，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 Ｎｏｒｍ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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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原因导致了新规范的内化差异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际关系学者从不同视角强调了规范制度化在国际规范成功

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借用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杰弗里·勒格罗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Ｌｅｇｒｏ）的制度性和规范强度（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评判标准，规范制度化水平

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的指标进行量化：第一，共性（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或一致性（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ａｎｃｅ），即体系中行为体对合理行为预期和对行为认知的共享程度，或规则被外交对话

和外交条约接受采纳的广度（即主体间达成一致的程度）。 第二，明确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即这些预期被规则界定和规范理解的明确程度。 第三，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即制度调

整规则而不完全依赖于外部行为体的自主程度。① 这些学者总体上认为，越明晰、越

自主且接受度越广的规范，制度化程度越高，社会化的影响将越大，内化程度也更高，

国家和国际机制更容易遵从明晰性、自主性和一致性水平较高的规范。 相反，如果规

范制度化水平越低，国家和国际机制则更倾向于破坏规范。② 强调“霸权社会化”或

“软性强制”的自由主义学者也认为美国这样的领导型国家应明确“一套规范原则”，

建立“有利于其利益的秩序”。③ 同样，合法化（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建构主义研究学者都认

为，规范的出现是一个规范倡导者（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驱动的过程，他们“定义了规范

要求、授权或禁止的行为”④，“明确了什么是规范，什么构成违反”和确定了“违反规范

的具体制裁标准”。⑤ 这些视角都注重强调提高规范明晰度（ｎｏｒｍ ｃｌａｒｉｔｙ）、明确界定

标准和适当行为在促进规范建立、制度化和内化时的重要性，并视含糊（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非

正式、清谈（ｔａｌｋ ｓｈｏｐ）等为规范建构和规范遵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的障碍。⑥

在不同的方面，基欧汉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拖赫维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等学

者则对规范制度化与其效力的线性联系提出了质疑。⑦ 他们都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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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１９８９， ｐｐ．４－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Ｌｅｇｒｏ，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３３－３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Ｌｅｇｒｏ，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３３－３５．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１９９０， ｐ．２８４；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Ｆｒａｎｋ Ｄｏｂｂｉ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４， ２００６， ｐｐ．７８１－８１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０， ｐ．４０１．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ｐ．８９３－
９００．

Ｗｅｓｌｅｙ Ｗ． Ｗｉｄｍ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ｍ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ｗａｎｄａ，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３６７．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Ｌｅｇｒｏ，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３４．



在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 基欧汉着眼约定（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认为规范制度化程度低的非

正式机制同样具有效力，并且在国际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积极要素。 他认为这类在塑

造行为体的预期方面不具有明确规则和认知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出现在缺少明晰规范、

行为体之间需要加强理解和开展协调的情形下。 相对于政府间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和

具有明确规则的正式机制，约定所具有的规范制度化程度最低。 尽管更为具体明确的

契约解决方案对于解决囚徒困境是必要的，但非正式约定不仅有助于促进协调，还能

影响行为体的动机。① 克拉拖赫维尔也认为高阶（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规范和更具体的规则

并不一定导致更大的影响。② 然而，他们只是论证了规范制度性的高低不必然对应规

范效力的强弱，却没有解释规范制度化为何导致规范社会化归于失败，也没有提出一

个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机制。 因此，需要在反思制度性规范与其效力的线性关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剖析不同制度进程影响内化效力的差异、原因及其机制。

三　 制度进程、规范争论与内化差异

为解答不同的制度进程是如何影响新规范的内化结果这个问题，本部分将首先对

干预变量（规范争论）和自变量（即制度进程的两种表现形式：规范制度化与规范过

程）进行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影响本土化发展的

因素和机制，最后阐释案例选择的理由。

（一）概念界定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存在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即规

范争论。 不同制度进程通过激化或回避规范争论，影响其干扰和制约规范内化的过程

和效果，从而引起内化差异。 规范争论是规范本土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具体指

新兴的国际规范与具有较大规范强度的地方目标规范和社会秩序之间持续的论争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③ 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是“持续”，也就是说，即使外来规范已经被本

土化，它与地方目标规范的张力也不会消失，相反这种张力会是影响新规范不断内化

·６·

　 过程、制度与规范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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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 Ｒｕｌｅｓ，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６２．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ｈｏ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Ｎ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２４１， ２６５．试想如果不存在与外部规范相抵且稳健的地方既有规范，外部规范的扩散将更

易出现“规范替代（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而不是本土化。 参见中村洋子和山本光关于规范扩散的三阶段模型：Ａｙａｋｏ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Ｈｉｒａｋｕ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Ｌｏ⁃
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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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干预条件。 当争论对内化的干扰被削弱时，新规范将更加容易被内化，反

之则导致内化失败。 本文案例中所提到的预防性外交，作为一种国际干预规范，与东

亚国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之间存在争论，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引入不仅没有改变不

干涉在地方规范层级（ｎｏｒｍ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中的首要地位，①还受到了它们之间的争论对其

内化的持续压力，压力之下所采取的制度进程不同，必然导致内化结果的差异。

接下来需要对两种相对应的制度进程进行概念界定。 简单来说，制度进程大体可

分为两个发展方向，即“制度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去制度化（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或“非制度主义（ｎ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② 在新规范的本土化过程中，同样存在

一个制度化和反向制度化的对应关系。 规范制度化不等同于机制本身的制度化，具体

是指：为促进规范确立和内化所采取的提高规范明晰度、明确界定标准和适当行为规

则并使之获得广泛接受的制度化选择。 由于强调明晰规定、自主调整和广泛接受原则

的重要性，这种制度进程方式很大程度上掩盖或忽视了过程在促进共识、灵活性和遵

从方面的益处。③

与之相对应的“规范过程”，借用过程建构主义关于过程的定义，可以界定为“规

范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规则含糊、规范解释多元、非正

式、软性制度主义实践④等。 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在社会化

中起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过程是运动中的关系，具有自在的地位。 维持过程就

是维持关系，就会延续建构身份的实践性互动。 过程起关键作用，意味着过程本身成

为实践活动的中心。 作为一种动态理论，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和相

互建构的，共同参与并进行着社会化实践。⑤ 尽管过程建构主义承认存在主体过程和

无主体过程，但其核心观点是规范过程不依赖于规范扩散的发起方（国际组织）和主

动选择的接受方（地方代理人）的驱使，具有自我存在和发展的逻辑。 这与阿查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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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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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本土化动态进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有着质的差别。 阿查亚仍是基于因果律的传

统社会化理论，认为本土化始于地方代理人的接受，尽管他也强调话语、框定、嫁接、文

化选择等实践进程的作用，但这些在他的理论中仅仅充当背景和条件，不是导致本土

化的核心驱动力。

（二）作用机制

那么规范过程不依赖于行为主体自我存在和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为何它与规范

制度化所导致的内化结果存在差异？ 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既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

段，也是目的本身。① 预设一个具有明晰边界的规范并不必然先于行为体的实践和互

动，新规范的持续内化也不一定导致预设规范的最终接受和有效实施。 相反，行为体

实践形成过程，过程制约或赋予行为体的能动作用，有可能导致预设规范的被颠覆或

放弃。 那么对于本土化的发展而言，保持预设规范的制度性和维护规范过程哪一个更

有利于内化呢？ 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主导社会化，过程的维持使社会化得以继

续。② 软性制度主义也认为过程的非正式性能增强灵活性。③ 还有一部分规范研究的

学者提出：规范过于模糊会阻碍规范发展，但刚性过度、弹性欠缺的规范会损害增量调

整（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所必需的共识和灵活性。④

本文认为，保持规范过程的持续性比预设规范的制度性更重要，更有助于本土化

的发展。 规范争论的持续存在是本土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内化的效果取决于

规范争论对新规范内化形成约束的程度。 规范制度化和规范过程是通过影响规范争

论的干预程度，进而导致内化结果的差异（如图 １）。

具体来看，规范制度化强调规范确立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但规定明晰、自主调整、

广泛接受的刚性规范更容易激化与地方既有规范的竞争，通过限制人们的多元解释，

引发争议和冲突，迫使解释差异因分歧强化而走向“公开化”；⑤导致规范趋于正式

化，⑥不利于规范倡导者适应反馈并促进规则调整；规范制度化还会造就一批“认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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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制度进程、规范争论与内化差异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闭（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ｌｏｓｕｒｅ）”的官僚，①无力推动解释转换和规范发展，直接影响制度变迁。

由此导致内化呈现两种失败结果：第一种是规范衰落（ｎｏｒｍ ｄｅｃｌｉｎｅ），新规范在引入之

后逐渐退化消失；第二种是形式上或仪式上（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不导致

内化，新规范只是以话语的形式被采纳，但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②

而相对松散、适度含糊、非正式的规范过程更有助于回避规范争论，通过吸引广泛

的规范支持者、增强实施的灵活性、为解释转换（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ｈｉｆｔｓ）和意外事件提供调

整空间、使规范调整获得更广泛的反馈、防止出现对正式规则的依赖削弱支撑规范的

深层价值，③发展了软性制度实践，从而推动规范调整与制度革新在地方层面的进化

式发展。 规范过程为还有利于解决规范衰落，通过为解释转换提供足够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从而延长了规范的生命周期。

（三）案例选择

下面简要论述笔者选择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的规范本土化发展作

为研究案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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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外交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Ｄａｇ

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ｏｌｄ）首次提出以来，经历了冷战到后冷战的时代变迁，其内涵也发生了调

整。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Ｇｈａｌｉ）发表题

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的重要报告，将预防性外交进行重

新界定和解释，一时之间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冲突、维持和平的重要规范。① 在加

利重新引入预防性外交概念后，亚太地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概念。② 具体表现为，一

方面学术界围绕这个术语热烈讨论，③另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将预防性外交作为重要

的安全议程之一，推动了该理念在亚太地区的概念化、本土化和机制化。④ 在 ２００９ 年

东盟首次将预防性外交正式写入本地区官方文件之前，东盟地区论坛是唯一一个正式

将预防性外交本土化的亚太安全机制。 随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学

界越来越重视东盟的安全合作进程，将东盟也视为一个重要的亚太安全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对比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这两个机制中的规范扩

散，会发现过程和结果上均呈现出差异性。 笔者认为规范制度化是导致预防性外交在

东盟地区论坛的本土化失败的原因；而东盟由于坚持非正式、规则含糊、软性制度实践

的规范过程，实现了预防性外交的本土化发展。 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前提在于控制变

量：首先，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安全机制中的扩散是“不完全”的，只有东盟地区论坛和

东盟选择了接受预防性外交，而其他安全机制则没有。 其次，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都

是东盟主导的安全机制，两者在组织文化（“东盟方式”）、规范体系（不干涉思想根深

蒂固）上都存在相似性。 因而在这两个案例中，“规范争论”对于内化过程的干预作用

是相同的。 最后，这两个机制的成员国（无论大国小国）都表达了对预防性外交的接

受意愿，因此也排除了个别国家的干扰因素。

在随后两部分中，笔者将分别对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和在东盟的制度化过

程进行历史考察，进而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定。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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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预防性外交的制度化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困境

通过历史考察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本土化过程，我们发现规范解释的灵

活性和机制定位的非正式性是预防性外交引入东盟地区论坛的重要因素。 但是，三段

式发展目标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机制在冗长的谈判过程中达成对预防性外交最小

规范共识的同时，预防性外交规范趋于正式化则激化了地区内根深蒂固的不干涉原则

与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冲突，掩盖和削弱了东盟地区论坛规范清单中其他的重要原

则———非正式性、灵活性———的作用发挥，规范调整和机制变迁难以推进，陷入困境。

本部分将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本土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据此说明规范制度

化是如何使规范本土化归于失败的。

（一）规范模糊、非正式性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

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主导建立的。 １９９４ 年东盟地区论坛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声

明》首次明确提到预防性外交。① 对于一贯坚持不干涉原则的东盟将预防性外交引入

东盟地区论坛并使之成为核心议程和重要目标之一，很多人感到困惑不已。 对此，现

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解释。② 这两种分析视角共同指向一个结

论，即东盟地区论坛在最初建立阶段，并没有尝试对预防性外交的实质进行严格定义。

正是因为维持了一定的含糊性，该概念才得以进入亚太地区安全规范的话语体系。

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和预防性外交的引入与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ＡＳＥＡＮ⁃ＩＳＩＳ）③的规范倡导有着密切联系。 １９９１ 年，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发

布了一份题为《倡议的时刻》的文件。 文件以非正式的方式向官方打出建立新的地区

安全机构的倡议，④同时确保了预防性外交的宽泛性和含糊性，通过一定范围的公共

话语争论影响政府的官僚认知，并最终获得各方政府关于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和接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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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分析认为东盟（新加坡大力推动）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初衷是实力平衡，因此在机制成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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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０－３２， １１０－１２７。 建构主义分析认为，东盟创建东盟地

区论坛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规范，引入预防性外交这一联合国倡导的规范，将更容易在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之初得到

各方认可，从而为东盟赢得更大的合法性。 参见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ｈｏ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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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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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外交表述的一揽子建议的支持。 在各方共识达成之后，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地区机

制中的规范本土化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二）路径依赖与规范明晰化（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

规范本土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在机制建立和规范引入后就完成了。

东盟地区论坛建立后的五、六年，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确立逐步明晰化。 以 １９９５ 年东盟

地区论坛出台《概念文件》为开端，三段式发展路径确定；２００１ 年通过《东盟地区论坛

预防性外交概念和原则》后，机制内部的规范争论激化，二轨对一轨的影响力不断弱

化，制度发展受到掣肘。

为了了解预防性外交如何被明晰化，需要关注 ２００１ 年《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

交概念和原则》通过之前漫长的谈判过程。①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 日在文莱举行的第二次年

度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份《概念文件》，指出将通过三个阶段的安全合作取得进展：建

立信任、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机制。 这份文件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在初始阶段应

该集中力量增强各方信任和信心，营造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地区环境”。②

此时东盟地区论坛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 文件正文部分对预防性外交的描述不多，只

是提及它“应是信任措施建设的自然后续行动”，并在附件中阐述了相关建议，包括

“探讨建立联合国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中所建议的区域风险减少中心”（至今未能建

立）等。 第二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会间支助小组（ＩＳＧｓ），由东盟和非东盟的成员国共同

主持，在年度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会议，并举行一系列会间会，开展维和行动、建立信

任措施、救灾以及搜救行动。

然而，在此之后，东盟地区论坛建设和平的三阶段演进方法（其中预防性外交处

于建立信任措施和解决冲突之间）受到了挑战。③ 这种做法被指容易形成路径依赖，

是阻碍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向前推进的一大障碍。 因为尽管东盟地区论坛明确表示要

通过预防性外交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但一旦各方对预防性外交概念的态度存在明显分

歧，建立信任就很难向预防性外交进行过渡，也就必然影响机制的整体发展。 １９９５ 年

以后，各方开始就预防性外交的界定范围（包括与建立信任和解决冲突之间的关系）

展开讨论，其中，优先发展具体行动机制还是优先确立规范（ｎｏｒ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如何平衡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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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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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外交与不干涉原则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 积极倡导发展具体预防性外交机

制的西方成员方（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太重视规范确立，而是强

调发展和实施具体的预防性外交措施，例如早期预警系统、事实调查团和加强东盟地

区论坛主席的斡旋作用，以便在争端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那些对于预防性外交持

谨慎态度的地区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一些东盟国家）则表现出在制定预防性外

交措施方面不同程度的意愿和准备，它们希望在研究可实施的具体措施之前，确立预

防性外交的明确定义。 它们还强烈坚持不干涉原则，并担心将预防性外交应用于国家

内部冲突“会允许干预涉及主权和内政的安全问题”。①

部分由于对预防性外交的争议，东盟地区论坛在最初的七年里只专注于建立信

任。 但围绕预防性外交的研究和讨论在“一轨”的会间会和“二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

事会（ＣＳＣＡＰ）两个层面同时展开，最终导致 ２０００ 年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济第八次峰

会上，各方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报告的基础上达成最低共识，出台了关于预防性外

交的工作定义和原则声明。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间会同时负责探索预防性外交和

建立信任相互重叠的领域。 预防性外交被狭义地定义为“主权国家在所有直接有关

各方的同意下采取的协商一致的外交和政治行动”，其任务和议程包括：协助可能对

区域和平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和冲突，协助防止此类争端和冲突

升级为武装对抗以及协助减少此类争端和冲突对地区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在这个阶段也扮演了规范倡导者的角色，但

与前一个阶段（即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发挥的作用不

同。 尽管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东盟地区论坛发展过程中预防

性外交的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讨，②所形成的研究报告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 ２００１

年的正式文件，但它的研究受到了各方政府规范争论的强大制约，再加上机制本身所

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它出台的报告对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界定极为严格，规范明晰化

初现端倪。 这一特点在 ２００１ 年正式文件中有关预防性外交八项基本原则的表述中可

窥探一二。 包括：（１）这是关于外交的。 它依靠外交和和平手段，如外交、谈判、调查、

斡旋和调解。 （２）这是非强制性的。 军事行动或使用武力不是预防性外交的一部分。

（３）它应该是及时的。 行动是预防的，而不是治疗。 预防性外交方法在争端或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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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最有效。 （４）它需要信任和信心。 只有在当事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牢固

基础，并在中立、正义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时，预防性外交才能成功地执行。 （５）它是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运作的。 任何预防性外交努力只能在东盟地区论坛成员之间进行

认真和广泛的协商，并适当考虑到及时性的需要之后，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
（６）这是自愿的。 只有在直接涉及争端的所有各方提出要求并得到它们明确同意的

情况下，才可进行预防性外交实践。 （７）它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８）按照《联合

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ＴＡＣ）等公认的国际法和国

家间关系基本原则进行，这些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国家内政。①

这些原则基本回应了那些对于预防性外交态度谨慎的地区国家的担忧和诉求，达成了

“表面上”或形式上的最小规范共识，但并没有解决西方国家和地区国家之间规范争

论制约机制发展的根本矛盾。 相反，预防性外交被严格地描述为一个限于以外交惯例

和规范为基础的国家间实践。 从规范确立和机制发展的长视角看，规范的高度有限和

缺乏灵活性压缩了多元解释的空间，阻碍了渐进的解释转换和规范发展，更重要的是

规范争论主导了机制实践。
（三）规范制度化与机制困境（２００２ 年至今）

２００１ 年之后，东盟地区论坛发表了《愿景声明》，制定了《预防性外交工作计划

（２０１１）》，在机构建设和具体领域合作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规范制度化的趋势没有

改变，反而日趋凸显，预防性外交的话语和实践严重脱节，形式本土化的特点明显，难
以走出制度困境。

在机构建设方面，东盟地区论坛尝试创设一些新机构来提升机制向预防性外交过

渡的能力，但这些机构的意义更多时候止于一种愿景的宣示，在操作上却受到制度性

规范的高度制约，缺乏弹性和灵活性。 ２００１ 年，东盟地区论坛在通过《预防性外交的

概念和原则》的同时，还出台了《加强主席作用》和《专家 ／名人会的职权范围》两份文

件。 接下来，又陆续制定通过了《名人会的操作指针（２００４）》 《主席朋友的职权范围

（２００７）》等，进一步明确了东盟地区论坛主席及其名人会、主席朋友等机构的作用。
２０１１ 年制定的《工作计划》更是提到要扩大名人会的功能，发挥名人会、亚太安全合作

理事会和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为专家咨询机构的监控和地区潜在热点的确

认功能。②

·４１·

　 过程、制度与规范本土化
􀪇􀪇􀪇􀪇􀪇􀪇􀪇􀪇􀪇􀪇􀪇􀪇􀪇􀪇􀪇􀪇􀪇􀪇􀪇􀪇􀪇􀪇􀪇􀪇􀪇􀪇􀪇􀪇􀪇􀪇􀪇􀪇􀪇􀪇􀪇􀪇􀪇􀪇

①

②

“ＡＲ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２００１），”载《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纪念

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６ 页。
“ＡＲ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１），”载《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册》，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５—１７７ 页。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这些新机构的出现对于东盟地区论坛推进规范调整非常重要。 但仔细分析文本，

发现它们的行动力非常有限。 首先，在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斡旋作用方面，尽管各方

同意强化主席在调停（ｇｏｏｄ ｏｆｆｉｃｅｓ）和协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上的作用，但制度规定施加

了诸多限制条件，如主席只不过是一个信息收集的协调机构和同其他组织的联络中

心，面对需要采取预防性外交行动的情况，不仅要得到直接相关国家的同意，还要基于

协商一致的原则，取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只有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主席才能“在

合适层级召集所有成员国举行特设会议（ａｄ ｈｏ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① 其次，为主席设立名人

会，以咨询专门知识，但是主席的作用却有相当多的争论，即是否将主席的职位扩大到

１０ 个东盟国家之外以及加强主席的斡旋能力如何影响主权。② 最后，对主席朋友这一

支持机制的职权也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在预防性外交方面，规定作为主席

朋友的三驾马车机制（即下任主席国外长、非东盟国家的外长和上任主席国外长）“聚

焦信任建设，且不应是干涉导向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可以“为主席的调停提供建

议并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上促进讨论和谈判”，但该机制是“用于支持和协

助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特设机制，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是决策机构”。③

在具体领域合作方面，减灾是东盟地区论坛探索预防性外交机制化的首选领域，

发展最快。 但到目前为止，合作仅限于能力建设和举办救灾演习或桌面推演，并未参

与或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救灾行动。 早在 １９９６ 年东盟地区论坛就启动了减灾合作，定

期举办搜救协调与合作的会间会，专门讨论建立搜救协调中心间联系和搜救人员网络

等问题。 在连续举办了四年后，随着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减灾救灾的问题变得

日趋突出。 因此，２００５ 年举办了救灾会间会，将减灾军民合作、信息共享（包括利用基

于网络的早期预警和联络点）和建立及时应对灾害的共同程序作为合作重点。 此时

减灾合作已引入预防性外交的要素和措施，特别是早期预警。 之后，陆续发表或通过

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包括《减灾和应急反应的声明》 （２００６ 年）、《减灾合作的总体指

针》（２００７ 年）、《减灾工作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０９ 年）、《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的战

略指导文件》（２０１０ 年）、《工作计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等。④ 两份工作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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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推动减灾合作从单一的讨论研究逐渐向务实合作方向发展，分别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举行了两次演习。 尽管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难发现，定期开会和举行救

灾演练的合作方式较为单一且缺乏实效，尤其是在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爆发之后，亚太

地区接连发生了多次严重灾害，比如 ２００８ 年席卷缅甸的强热带风暴，但东盟地区论坛

并未采取有效的行动进行回应。 这无疑暴露出东盟地区论坛在行动上的缺陷。

综上所述，对预防性外交的狭义定义、核心议程和任务的严格限定、通过八项基本

原则对开展可能的实践和措施的直接保护、路径依赖和“二轨”对“一轨”影响力的弱

化，都导致了东盟地区论坛推进预防性外交的方式日趋正式化，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预

防性外交议程的推进。 拉夫·埃莫斯（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因此认为规范制度化剥夺了东盟

地区论坛的无价资产，尤其是灵活性和非正式性。①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东盟地区论坛的制度发展之所以难以推进，一个重要

的可能原因是 ２００１ 年关于预防性外交的概念文件中概述的刚性原则。 对此政策界进

行了反思，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 比如，有人建议应模糊预防性外交与建立

信任措施和冲突解决机制之间的界限，使之成为一个总体的（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概念；或是

将预防性外交议程与东盟地区论坛脱钩。② 换言之，就是改变规范制度化的做法，使

之成为一个更加灵活的安全合作议程，推进规范过程的渐进发展。 在实践方面，东盟

地区论坛提出的越来越多的安全议程，包括反恐、防扩散、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

救灾等，为其探索更加有效的本土化方式提供了前景。 然而，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不惜

一切代价避免诉诸主权、不干涉和东盟方式，相反这些重要的概念和规范依然很重

要。③ 但正如前文所述，规范争论对新规范内化形成干预或制约的程度直接影响本土

化的效果。 因此，未来规范如何调整、与不干涉原则如何共处，将是考验东盟地区论坛

的重要指标。

五　 东盟规范过程与制度革新

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制度化失败相对应，东盟选择规范含糊、非正式、灵活、软

性制度实践的规范过程策略，避免采用明晰的制度性规范，有效回避了预防性外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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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原则的规范冲突，推动了地区实践和制度革新，并通过将预防文化的价值培育

和规范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开展预防性外交的渐进式重构，为规范内化提供了动力和

空间。 本部分将东盟内部的预防性外交本土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验证规范过程导致

本土化发展的理论假设。

（一）本土化之前的规范与实践（１９９４—２００８ 年）

东盟通过倡议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开启了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安全机制的规范扩散。

但有意思的是，东盟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批准通过《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蓝图》之前，却

从未尝试在东盟内部界定预防性外交或对与预防性外交相关的机制进行描述。① 东

盟国家很清楚，在域内不确定因素增加、内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东盟很难突破不干涉

原则并接受具有干预色彩的新理念，在此时引入预防性外交规范显然不合时宜。②

尽管未急于引入预防性外交，但东盟已经开始了特定领域冲突管理的软性制度实

践，如东盟监视进程（ＡＳＥＡ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和部长级三驾马车（ ｔｒｏｉｋａ）机制。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建设共同体意愿的增强，东盟开展了一些涉及广义预防性外交定

义的行动，④包括建立反恐信息共享机制、国家边境控制协调和检疫隔离政策、应对地

区流行病和海啸的早期预警体系等，还出现了关于组建东盟维和部队、将灵活接触和

突破不干涉原则举措写入《东南亚联盟宪章》的地区倡议。⑤ 这一时期东盟开展有关

预防性外交的实践仍是探索性的，所采取的策略可归纳为三点：第一，避谈规范，规避

规范争论风险。 第二，从易到难。 从最不容易引发争议但关注度较高的非传统安全议

题入手，优先增加透明度和信息共享。 例如马六甲海上巡逻四边机制对信息共享和早

期预警的尝试。 第三，政府间主义和协商一致。 尽管东盟国家认识到预防性外交的优

势和潜力，但各方都极为谨慎，不希望看到涉及预防性外交的新机制损害东盟的政府

间主义和协商一致原则。 因此，在机制设置上，东盟避免超国家干预，减少新机制对既

有规范的冲击和引发争论。

（二）模糊界定与机制设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第十四届东盟峰会发表《东盟共同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路线图宣言》，

签署《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 东盟在《东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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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同体蓝图》（以下简称蓝图）中首次将预防性外交写入文本。 这标志着预防性

外交作为一种安全理念和政策工具，正式被东盟本土化。 东盟国家之所以在这个时间

点就预防性外交的本土化问题达成一致，既有共同体建设为其提供发展契机，更为重

要的是东盟在蓝图文本和机制实践上“避免采用一个正式的（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定义对相关

实践进行规定和限制”，①降低了规范制度化所带来的争论风险，为强化共识、弱化分

歧创造了灵活运作的空间。
１．蓝图文本描述与东盟认知变化

蓝图从三个方面对预防性外交进行了描述：第一，肯定“包括《和平、自由和中立

区宣言》 （ＺＯＰＦＡ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ＴＡＣ）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ＳＥＡＮＷＦＺ）在内的东盟现有政治机制在信任措施建设、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和平解决

领域发挥的中坚（ｐｉｖｏｔａｌ）作用”，②论证东南亚现有规范与预防性外交的内在关联，从
而增强了预防性外交本土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二，不对预防性外交进行规范上的

界定，而是着重从安全理念和政策工具的角度对之进行描述。 在“全面安全的共同责

任”一章，东盟提出，“在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平和韧性的政治安全共同体时，坚持

全面安全原则，该原则超出了传统安全的要求，但也考虑到对区域和国家的韧性至关

重要的非传统方面，例如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维度”。 在此原则指导下，开展

“预防冲突 ／建立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的和平建设”。③ 第三，明确提出发展

早期预警、斡旋等预防性外交机制和手段。 蓝图首次从冲突预防和冲突解决两个方面

提出主张，明文表示要采取包括“基于现有机制发展东盟早期预警系统”在内的一系

列冲突预防措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东盟成员国之间、东盟成员国与非东盟成员国

之间发生冲突，以及预防现有争端升级”。④

这三个特点表明东盟内部对于预防性外交产生了认知变化，从而为东盟在规范模

糊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软性制度实践奠定了基础。 首先，东盟通过在东盟地区论坛

中嵌入“东盟特色”，将预防性外交引入亚太地区语境，并主导和促进包括域外大国的

各方不断深化共识。 在此过程中，东盟对于西方预防性外交强加于己的担心和疑虑逐

步减轻。 第二，东盟认识到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以消除冲突为特征，而是以社会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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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能力和平处理冲突为标志。① 因此，基于长远利益考虑，东盟引入预防性外交这

一政策工具，是为了实现政治安全共同体的远景目标。 第三，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形势

出现了新变化，恐怖主义、难民、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南海

问题、领土纠纷等传统安全形势复杂性加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引

发的潜在冲突和安全风险不断增多，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冲突预防措施势在必行。

基于成员国对预防性外交的认知变化以及东盟政治精英对东南亚现有规范与预

防性外交内在关联的论证和强化，预防性外交逐渐成为东盟规范体系优化和共同体目

标实现的重要支柱。② 维持规范含糊、非正式、软性制度实践，是东盟推进预防性外交

不断内化的现实选择。 东盟在 ２００９ 年提出了强化冲突预防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中

包括设立“纠纷警报系统”以预防和应对突发情况等。③ ２０１１ 年，东盟批准成立了两

个重要的预防性外交机制———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简称 ＡＨＡ 中

心）和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ＡＳＥＡＮ⁃ＩＰＲ），标志着东盟在预防性外交实践方面迈出

了制度革新的历史性一步。 由于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未能完成其机

构设置工作，本部分将重点考察 ＡＨＡ 中心的早期预警实践。

２．新机制建立：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

东南亚地处世界上最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每年遭受来自海啸、地

震、洪水、台风、飓风、干旱、滑坡、火山爆发等各种类型自然灾害的损失平均达到 ４４ 亿

美元。④ 早在东盟成立初期，成员国就开展了灾害管理合作的相关讨论。 ２００３ 年，东

盟十国决定成立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ＡＣＤＭ），由十个成员国的国家灾害管理组织

（ＮＤＭＯｓ）首脑（司局级）组成。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促使该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东盟成员国外长在老挝万象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灾害管理和应急

反应协议》（ＡＡＤＭＥＲ），旨在为显著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成员国人员、社会、经济和环境

损失提供有效机制，通过共同的国家努力和紧密的地区和国际合作，联合应对灾害紧

急事态。 然而，落实情况一直不尽如人意。 ２００８ 年纳吉斯热带风暴再次给地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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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并使缅甸和东盟面临来自西方的干预压力。 危机之后，东盟加

快了减灾合作进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东盟十国领导人齐聚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

第十九届东盟峰会期间签署了《建立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协议》，《灾

难管理与应急反应协定》授权该中心作为其行动引擎，总部设在雅加达。 作为东盟框

架下的政府间组织，ＡＨＡ 中心的成立既是对建立一个区域灾害管理框架的迫切需要

的制度回应，旨在促进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东盟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在应对地区灾害

管理和应急反应上的合作与协调，也是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预防性外交特别是

早期预警的具体实践。

首先从机构设置来看，ＡＨＡ 中心作为一个基于东盟国家协商一致的政府间合作

组织，并不具备超国家的强制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员国对于建立预防性外交机制

和开展早期预警有可能损害其国家自主性的疑虑和担忧，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规范之

争。 中心的政府间主义具体体现在：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是 ＡＨＡ 中心的理事会，而这

个委员会本身就是个政府间组织的决策机构；中心主要与东盟成员国的国家灾害管理

组织开展工作；下设三个部门（包括执行主任办公室、事务部和行动部）的人员主要由

各国委派，负责中心各项具体事务。

但与此同时，ＡＨＡ 中心也出台了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加强与东盟秘书处的联系，

成立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小组（ＡＳＥＡＮ⁃ＥＲＡＴ）等，用以提升机构的集体行动能力，是

ＡＨＡ 中心开展预防性外交实践的制度依托。 ＡＨＡ 中心与东盟秘书处是两个彼此独

立的实体，但两个组织之间合作密切。 东盟秘书处不仅为 ＡＨＡ 中心提供法律、政策、

战略规划和制度支持，在大规模灾害发生时（如 ２０１３ 年席卷菲律宾的超强台风“海

燕”），东盟秘书长还作为东盟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员发挥作用。① 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

小组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制定行动指针和开展能力建设，为 ＡＨＡ 中心开展预防性外

交活动（主要是在灾害发生后防止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和升级）提供应急人员储备，在

灾害警报响起的第一时间，迅速调动和组织部署人员，实施应急准备、快速评估、信息

管理、协调和减灾援助。 它至今已经拥有超过 ２００ 个来自东盟成员国的成员，在东南

亚七个受灾国家执行了 ２０ 多次集体救灾任务。② 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东盟在预防性外

交制度革新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从操作实践来看，防灾减灾领域的预防性外交行动初见成效，实现了预防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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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发展。 当前 ＡＨＡ 中心重点在两个领域开展集体行动，即灾害监控和准备与

反应。① ＡＨＡ 中心通过设立灾害监测与响应系统（ＤＭＲＳ），提高早期预警能力，控制

灾害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超强台风“海燕”登陆菲律宾时，ＡＨＡ 中心在台风登陆

菲律宾的四天前就采取了一系列预警行动：１１ 月 ４ 日，监测系统捕捉到台风活动，１１

日 ５ 日，通过监测系统、菲律宾天文大气地理天文部门（ＰＡＧＡＳＡ）、联合台风警报中心

（ＪＴＷＣ）和新闻密切监控台风动向，１１ 月 ６ 日，台风黄色警报，向东盟各国灾害管理机

构发布 １ 号更新文件，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小组发出通知并得到部署在文莱的小组成

员的确认。 与此同时，ＡＨＡ 中心召开初步应对战略会议，并在同一天向菲律宾减灾管

理委员会（ＮＤＲＲＭＣ）提供支持。 １１ 月 ７ 日，ＡＨＡ 中心和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小组团

队分别从雅加达和文莱派出团队抵达马尼拉待命。 位于马来西亚梳邦的东盟灾害应

急物流系统（ＤＥＬＳＡ）准备前往部署。 一位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小组的成员（信息通

信技术应急专员）直接前往塔克洛班测试通信设备，给予技术支持。 同时，２ 号更新文

件发布给各国机构。 与菲律宾减灾管理委员会的协调在马尼拉紧锣密鼓地展开。 因

此，在台风登陆菲律宾的前一天，ＡＨＡ 中心与菲律宾的协调同时在马尼拉和塔克洛班

建立起来，塔克洛班实时向马尼拉汇报并及时反馈给所有东盟国家。 台风登录后，

ＡＨＡ 中心向东盟秘书长、东盟国家常驻代表、东盟成员国防务助理和对话伙伴进行了

一系列行政简报。 灾后 ４８ 小时内，东盟紧急反应和评估小组团队的全体成员抵达塔

克洛班，进行协调、评估，协助东盟成员国提供援助。② 这次行动印证了预防性外交本

土化在东盟实践层面上的可行性，为东盟从规范上重塑预防性外交和推进本土化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三）整体概念与规范重构（２０１６ 年至今）

以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正

式成立。 但共同体的建成不是东盟发展的终点。 相反，只有不断强化成员国间共同的

政治承诺，并转化为机制化行动，东盟才有可能抵御复杂国际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和挑

战。 因此，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东盟在宣告共同体建成后又迅速推出了三份新蓝图，为地区

合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预防性外交再次被写入《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 ２０２５》

中：“在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地区内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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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它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并不断强化能力……嵌入和平文化，包括容忍和中庸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价值观，作为促进我们地区内外的和谐、和平与稳定的力

量……根据《东盟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包括不以武力相

威胁或使用武力，采取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同时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促进预防性外交

活动和冲突解决的举措。”①显然，预防性外交仍然没有作为一个明晰的刚性规范在新

的蓝图文本中被阐释，保持了其在东盟内部话语体系中一贯的含糊性。 但 ２０１７ 年《东

盟关于建设和平、包容、有韧性、健康与和谐社会的预防文化宣言》（以下简称“东盟预

防文化宣言”）的发表和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的进展表明，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内部

的本土化正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东盟通过提出整体性新概念和打造规范重构新机制，

推动各成员国的统一认知，指导软性制度实践。 在共识不足、规范冲突依然存在的背

景下，东盟维持规范过程策略，避免采用制度性规范，有效地推动了地区实践，将预防

文化的价值培育和规范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为规范内化提供了动力。

１．东盟预防文化宣言：整体概念的提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东盟国家领导人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 ３１ 届东盟峰会上

签署了东盟预防文化宣言。 宣言对预防文化核心内容与具体措施的明确既是对联合

国“和平文化”理念的拓展，也可视作从比规范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视角推动预防性

外交本土化的地区努力。 宣言对预防性外交本土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整体性概

念，将预防性外交置于全面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下考量，从而进一步模糊

了预防性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有效回避了预防性外交所带来的规范争论，有助于增进

地区共识和推动制度革新，推动本土化继续发展。

预防文化的整体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概念的整体性。 宣言对“预

防文化”进行了界定，具体包括“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文化、彼此尊重的文化、良治文化、

韧性与保护环境的文化、健康文化与中庸文化”②。 文化概念比规范概念更抽象，但宣

言尝试将预防文化具化为价值观培育和社会力量动员，并与东盟所倡导的全面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相呼应，形成了对预防性外交规范争论在某种意义上的超

越。 第二，思维的整体性。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东南亚应对安全威胁的方式更多时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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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急性的，是一种危机催生下的地区反应。 预防文化倡导从反应到预防的思维转

变。① 反应思维往往是局部、被动、短时的，预防思维则具有全局性、主动性和长期性

特点，强调应对威胁和管控风险的综合解决思路。 预防思维的明确提出为东盟未来开

展广义的预防性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目标的整体性。 宣言提出预防文化培育

的四个目标，其中首要是了解暴力极端主义与其他暴力和反常行为在个人和组织机制

层面产生的根源及其带来的后果。② 显然，培育预防文化的目标比一般意义上的预防

性外交更为宽泛，不仅是要防止危机发生和冲突升级，还要从根本上认识冲突产生的

根源，如贫穷、不平等、失业、腐败、无法获得教育、医疗及其他政府服务等社会经济层

面问题，运用包括社会文化领域的多种力量和手段对危机冲突进行整体预防。 这就好

比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过全面调理和温和干预实现

机体健康。 这一认知与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预防性外交的

最佳途径③的理念不谋而合，表明东盟开始从更为广义、系统的视角去制定预防性外

交的目标。 第四，手段运用的整体性。 为了培育预防文化，宣言提出既要通过风险评

估、研究、预测、早期预警和其他基于证据的手段，了解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反常行为产

生的根源及其后果，也要制定有效的上游预防政策和倡议，如变革性的社会保护、公共

信息、负责任地使用媒体以及加强学校和机构中现有的基于价值观的教育。④ 这事实

上超越了该地区对狭义预防性外交手段的基本认知，将外交以外的特别是经济、社会、

文化领域的可供利用的资源和工具也都涵盖进来，如紧密协调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

化三个共同体建设；委托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各职能部门将预防文化写进并贯彻

到行动计划中；动员各方在草根层面的支持力量；开展和平、和谐、法治、良治、包容与中

庸的价值观教育；利用主流和社交等一切形式的媒体与公众特别是青年人开展战略性交

流；加强家庭、社区组织、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在预防文化培育中的重要作用等。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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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规范重构的新机制

如果说东盟预防文化宣言代表的是地区国家政治意愿的宣示，象征意义明显，那

么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出现则表明东盟正试图建立新的机

制平台，将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公共认知和集体行动，实现预防性外交

的规范重构。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曾提到：“加强对和平、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的研究

活动。”①为落实蓝图目标，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八届东盟

峰会上，东盟领导人通过了《建立东盟和平与和解机构的联合声明》。 印度尼西亚总

统苏西洛·班邦（Ｓｕｓｉｌｏ Ｂａｍｂａｎｇ）公开表示，东盟将建立和平和解机构，维护地区和

平与稳定，确保东盟三个共同体建设的落实和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四十五届东盟外

长会议批准通过研究院的《职权范围》（ＴＯＲ）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第 ２１ 届东盟

峰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研究院正式成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研究院秘书处成立，瑞兹

兰·杰尼（Ｒｅｚｌａｎ Ｊｅｎｉｅ）被任命为首任执行理事。 尽管研究院的成立时间不长，但它

的出现无疑是东盟为推动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之所以引起域

内外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东盟首次成立专门处理地区内冲突的以实证研究

为主、具有实践导向的机构，对行动和实践的重视和对预防性外交规范的模糊性处理

促成了该机制的出现和发展。

与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等二轨网络不同，该机构所服务的领域更加专一且明

确，有条件也有潜力发展成为东盟内部探讨预防性外交规范重构的主要机制。 第一，

研究院的宗旨是促进地区内部和平进程，但《职权范围》文件对其具体职能的规定非

常模糊，以更开放的视野对其功能的解释，同时也更开放地开启了研究院的规范重构

功能，为预防性外交的进一步本土化创造了机会。 第二，建立专家储备池，为所有利益

相关方构建能力和知识，不仅为预防性外交在东盟的规范化提供智力支持，还将在具

体的预防性外交实践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当前，研究院已初步募集了来自东盟成员国

的首批专家，据称他们将在今后协助东盟管理冲突和解决冲突。② 第三，实证研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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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且具有参与和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潜力。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研究院通过了未来

三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工作计划。 其中，对东盟经验研究梳理并提供建议和加强地

区机制是这一时期研究院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根据该计划，研究院在未来几年将开

展一系列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具体包括在印度尼西亚斡旋下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ＧＲＰ）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ＭＮＬＦ）的冲突解决进程的实证研究、柬埔寨的后冲突和

平建设和走向民族和解的双赢政策（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年）研究、关于“和平与容忍：建立反

对不容忍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统一认识”的青年会议、东盟和平与和解的主流化———东

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的系列培训、建立东盟女性和平登记的研讨会。① 第四，作为知

识网络中枢，发展与东盟成员国、区域组织、国际智库、联合国等机构的联系，建立与公

民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网络，促进和平文化的广泛建立。
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被各方寄予厚望。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菲律宾“摩洛广泛和平协议”

刚刚签署，研究院就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了“和平与和解的进程和倡议”研讨会。 时

任菲律宾和平进程总统顾问兼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会上表示，必
须加强研究院的作用，使其不仅成为促进整个地区和平、人类自由、共同繁荣和集体安

全的战略力量，还应超越其开展研究和能力建设的任务，考虑收集和巩固几十年来该

地区所有关于和平的说法（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吸取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就如何应对未来的

挑战达成共识。 她还强调，东盟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仅对该区域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项

重要的资源，研究院需要探索东盟及其成员国加强早期预警、斡旋、调解和和解能力的

途径。② 近年来，美国也加强了与研究院的接触，试图通过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预防

性外交合作，推动该机制发挥更大的实质性作用。 未来，研究院将在东南亚地区和平

进程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何种作用仍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将作为东盟预防性外

交规范重构的重要机制，在东盟国家、东盟与国际和平机构、东盟与公民社会之间扮演

知识中枢的角色，促进不同利益行为体加强对预防性外交的认知，推动规范本土化深

入发展。

六　 结论

本文聚焦规范本土化产生之后内化的过程，试图解释本土化之后为何同样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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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制度进程下会出现不同的内化结果。 笔者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规范制

度化推动规范内化”的传统认知进行反思，揭示制度性的规范本土化归于失败的原

因，并提出规范过程比规范制度化更重要、更有助于本土化发展的基本假定。 规范争

论的持续存在是影响内化差异的重要条件。 内化的效果取决于规范争论对新规范内

化形成约束的程度。 规范制度化强调确立明晰、自主、接受度广的刚性规范的重要性

和优先性，但由于容易激化与地方既有规范的冲突，内化受到规范冲突的制约程度高，

内化归于失败；而相对松散、适度含糊、非正式的规范过程则更有助于回避规范争论，

推动软性制度实践，最大限度地弱化争论带来的阻力，促进规范调整与制度革新在地

方层面的进化式发展。

本文通过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的本土化发展作为案例对上述假定

进行了验证。 规范解释的灵活性和机制定位的非正式性是预防性外交引入东盟地区

论坛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三段式发展目标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机制在冗长的谈判

过程中达成对预防性外交最小规范共识的同时，预防性外交规范趋于正式化，激化了

地区内根深蒂固的“不干涉”原则与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冲突，掩盖和削弱了东盟地区

论坛规范清单中的其他重要原则———非正式性、灵活性———的作用发挥，规范调整和

机制变迁难以推进，陷入困境。 而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制度化失败相对应，东盟选

择规范含糊、非正式、灵活、软性制度实践的规范过程策略，避免采用明晰的制度性规

范，有效回避了预防性外交与不干涉原则的规范冲突，推动了地区实践和制度革新，并

通过将预防文化的价值培育和规范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开展预防性外交的渐进式重

构，为规范内化提供了动力和空间。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对松散过程的强调印证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论断，通过

比较实证研究丰富了“过程”的理论和现实涵义，为反思规范制度化、认知过程的重要

性及其影响内化效果的机制提供了合理解释。 另外，本文对规范本土化的借鉴和发

展，也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规范本土化机制的深入探讨。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结论为

探索预防性外交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的可行路径提供了启迪：推进预防性外交在东盟主

导安全机制下持续的规范内化和与制度革新，有必要保持适度的规范含糊、非正式性

和灵活性。 中国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大国，应从本国长期利益、机制长远发展和地区

持久和平的长视角出发，在原则和策略之间寻求平衡，为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地区的规

范建构和地区实践发挥更为积极的引领作用。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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